
山西大院文化作为晋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筑学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人们常

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虽然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和审美联想，但山西大

院还的确在基本的物的形式和实体意义上与音乐有着形式上乃至实质性的联系。

笔者考察过山西大部分的大院，鼓形柱础石普遍存在，而且这种应用也由民居宅院向外

延展，在一些庙堂、寺院也可以见到。柱础石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构件，又称磉盘，或柱

础，它的作用主要是支撑房屋的柱子和防止地面的潮气侵蚀木柱。关于鼓形象的柱础石，有人

称之为鼓石，有人称之为石鼓。笔者同意后者，前者注重的是石头，后者注重的是鼓；前者从建

筑的角度审视，后者从音乐的角度思考；前者关注实用价值，后者关注审美感受。当然，关于

“石鼓”，人们会想到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刻有铭文的石鼓，为先秦文物，其形如鼓，故称石鼓，

有十枚，上刻有诗经等古籍，对研究书法、文学、雕刻等都有重要的价值。在福州市东有一山，

上有石形如鼓，因此称为鼓山，也叫石鼓山。还有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并在宋代大彰其名的石

鼓书院，在西南有石鼓县等等。本文中所论及的“石鼓”仅指山西古建筑中的鼓形柱础石。

一

关于柱础石的研究并不多见，在CNKI数据库中也没有查到相关专论文章，只在一些文章

中有零星表述。笔者也注意到有一些出版物在图片方面做了搜集和整理，但也仅仅是针对某

陈华强

鼓形柱础石（文中称为石鼓）在山西大院及山西其他古建筑中普遍使用，本文对其进行整理、研究，总结出晋南和晋中

两地石鼓呈过渡性差异的特征，并以文化的视野，从以鼓为威、以鼓为尊、以鼓为美、寄情于鼓、借鼓咏魂等方面对石

鼓、晋商、音乐三者之间的联系作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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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院的石鼓。由此看来，还没有太多的学者关注作为柱础石的石鼓。据笔者查考，只有一些

关于抱鼓石即门墩的文章。日本学者岩本公夫写了一本《北京门墩》，他1996年开始收集中国

的门墩石，至今已走遍了北京的千条胡同。但更多人并没有看重这在胡同里随处可见的玩意，

旧城改造时拆除了很多门墩，只有少数被收藏。相比之下，山西大院的门墩石和石鼓应该是幸

运的，大院均是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点，大院的完好保存是其得到保护的前提。在民间有一些

爱好者也收藏了一些石鼓，笔者在山西襄汾县考察时曾见到一位做仿古家具的生意人，他就

收藏了近百枚石鼓，还听当地音协的人说在浮山县也有人收藏了一整院的石鼓，在襄汾县丁

村博物馆也能看到几十枚石鼓收藏品（图1、2）。

我国古建筑多为砖木结构，门、梁、柱基本上都是木制的，木的大量使用也让石的使用成

为必然，并发挥着基石、固定、防潮的作用。当建筑工匠雕梁画柱时没有忘记给石的部分也进

行一下艺术化的装饰，柱础石、门墩石便显示出了艺术的价值。当然，在北京的故宫、王府以及

胡同中，门墩石的确被艺术化了，但柱础石却没有更多艺术性的装饰和雕刻。笔者在天安门和

故宫考察证实了这个观点。在故宫的建筑中有圆形和方形两种柱础石，尺寸都很大，并无过多

的装饰，只是简单地进行打磨或刻有凹槽，有简单大气之感（图3、4）。另外，在福建三坊七巷的

民居中和武夷精舍的建筑中也没有出现鼓形柱础石，只有圆形和方形，有的雕刻有传统图案，

有的只有简单造型（图5、6）。

图 1、2

图 3、4

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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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山西的大院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柱础石几乎都经过巧妙设计和精心雕刻。在发

挥其物理作用的同时，有了艺术的升华，而且几乎全部都赋予了“鼓”的形象。在乔家大院、王

家大院、常家庄园、丁村民居、李家大院、丁村博物馆，乃至解州关帝庙皆是如此。这并非巧合，

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而是在审美和文化视角上的一种统一。在这种广泛的认同和视觉的

冲击下，在此甚至可以将石鼓与柱础石等价视之。

二

经过整理，笔者将石鼓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的鼓形，单层结构，多数呈扁平状，上下直径

一致，中间隆起略微大于上下面，均刻有明显的鼓钉，一般高约20厘米左右，直径在40厘米左

右，也有少数小的石鼓直径在20厘米左右，大的则超过50厘米。其原型是民间的扁鼓。此种形

制多见于常家庄园和乔家大院，在王家大院、丁村博物馆、运城李家大院较为少见（图7、8）。

也有少数呈瓮状，上下边缘均有鼓钉，直径在40厘米左右，高约45厘米左右。其原型是民

间的战鼓。这种石鼓在常家庄园、王家大院存有少量，在其他大院中尚未发现（图9、10）。

另一类较为复杂，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鼓形，采用扁鼓样式，其大小与单独石鼓相

仿（图2）。也有少数较特殊，鼓高小于前者，约为10厘米左右，其形制与民间说唱音乐中采用的

书鼓相似（图11、12），下半部分多为须弥座；有单层和多层之分，也有圆形（多见于李家大院，

图12）、方形或多角形（图11）之别。从其结构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而须弥座的结

图 7、8

图 9、10

图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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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就更为复杂，可以细分为土衬、圭角、下枋、下枭、束腰、上枭和上枋等，也可按

照下涩、束腰、上涩三部分划分。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底盘、础身、盆唇三部分”①，

笔者也按三部分划分。大多数的底座呈方形（图13），上下逐层出涩，中间束腰。底

部有的不采用逐层出涩的结构，而是在土衬之上雕有兽足，或是四只或是六只或

是八只，依据其底座形制而定，兽足上部雕有兽面，并通过雕有花纹的裙边相接，

犹如连体多足多面兽；有的既不叠涩，也不雕足，而是在垂直面上雕有各种图案。

中间部分最为丰富，有的雕有花纹、植物、动物等，其中狮子较为多见，也有兔子、

鹿以及麒麟和龙的形象。还有的雕有人物，在王家大院和李家大院的极少数的石鼓底座上出

现了这种情况，在李家大院中还有的雕有手持琵琶、管等乐器的乐人形象；还有的采用镂空手

法雕刻数根竹子连接上下部分，看似楼阁一般，甚是精妙，又有支撑天地之感。盆唇多为狮子

舞绣球，四只狮子各卧一角，面向外上置石鼓，犹如背驮石鼓，呈四狮护鼓状；有的为八只狮子

两两相对，尾尾相连，面向八方，呈八狮绕鼓状；也有的采用莲花的花瓣为盆唇，上置石鼓，犹

如石鼓自莲花生。

除此之外，还有的形制较为特别，在李家大院中有一枚底座为八方体，各面刻花，上叠置

两面石鼓，下边的为书鼓形制而上面的为扁鼓形制（图14）；还有一枚上大下小，即鼓大底座

小，与花盆鼓外形极像，鼓腔上雕有香炉、果盘、阴阳图、书卷等，犹如一几案又似一祭台（图

15）。在王家大院中有一枚底座和石鼓均为方形，而在生活中并没有方形的鼓，上雕有宝相花

和马等图案（图16）；还有一枚为通体六方形，石鼓也呈六角，除鼓钉外没有任何装饰性雕刻，

但石鼓之下的六方底座的顶部的裙边委婉而下，使生硬的石头变得柔软而飘逸（图17）。宅主

人标新立异的精神令笔者尤为感叹。在大院之外的古建筑中也有一些特殊的石鼓柱础石，运

城市解州关帝庙就有数枚石鼓位于底层，在其上立有石墩，石墩之上才是柱子。

带有底座的石鼓在王家大院、丁村博物馆、运城李家大院非常普遍，尤其在丁村博物馆和

李家大院几乎都带有底座，只有在廊柱下为单一石鼓形式。而在乔家大院和常家庄园则是不

带底座的石鼓，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存在。从整个山西大院来看，石鼓的应用整体呈现出

由南向北递减的现象，在晋南地区最为普遍，基本呈现出带底座、雕刻精美、多层次及艺术化

程度高等特征。王家大院地处晋中市南部，与临汾市毗邻，其雕刻呈现出多层次与单形制相结

合的特征，而地处晋中市北部的乔家大院和常家庄园，则为单形制的石鼓，也有其他形制的柱

础石，如在常家庄园中进士府第养和堂偶见两组带底座的石鼓柱础，经查看柱子为近期修复

物，至于柱础石为何年代还有待考证。

三

以鼓为威。我国古代对建筑的规格有严格的规定，至清代，房屋的等级规制不可僭越。但

图 13

图 14、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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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捐纳制度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最佳选择”②，晋商往往通过捐官来提升自己的政

治地位，因而也减少了房屋建制上所受的约束。同时，宅主人也不忘在其他方面显示自己的身

份、地位以及品位，在这样的需求下，鼓的意义和价值便凸显出来了。《论衡·雷虚篇》说，雷声

实际上是雷神在敲鼓。古人凭借声音相似性将鼓与雷联系在一起，也将鼓威猛的气势和宏大

的声响神灵化。山西有一种民间音乐叫“威风锣鼓”，人员多，场面大，服装威武，音响宏大，节

奏铿锵有力，方方面面都显示着鼓之威风。鼓之“威”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住宅主人的

心理需求，晋商将鼓之威以鼓之形应用到宅居之中，透露出了宅之威以及宅主之威。当然，晋

商的“威”不是张扬跋扈的“威”，而是通过艰辛创业、宽厚待人、以信持业积累起来的。

以鼓为尊。在丁村的民俗陈列馆中有一对鼓被放置在门厅之下，称为门鼓（图18）。左右各

置一个，中间放有八仙几案，案上贡有丁氏祖宗牌位。鼓通高89厘米，直径71厘米，外架有六角

六面木制鼓架，各面均有雕花，做工精致，鼓腔和鼓架均漆为黑色，这与一般的红色鼓大有区

别。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具有喜庆之感，又象征着富贵，在民间还有辟邪之意；而黑色则

显得庄严肃穆，具有稳重大气之感。在这里放置黑色的鼓，显然不是用于敲，而是用于祭，也就

意味着鼓成为了祭器或神器。在尊神敬祖的前提下，鼓自然被赋予了超乎寻常

的神奇力量和神秘色彩，鼓也具备了尊的象征意义。山西大院的宅主人为显示

自己的尊贵，大量使用了石鼓，也透露出他们希望受到尊敬的意愿。

以鼓为美。鼓的外形之圆人人皆知，除了圆形在物理学上利于声音的共振

和传播之外，不能排除其形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尚圆情结的一致性。山西大院

的院落外形多为方形，房屋的结构也是方形。此时圆的因素就非常重要：砖为

方以瓦为圆来平衡，院为方以井为圆来补充，梁为方就以柱为圆来呼应，以圆

形石鼓为柱础也符合这一审美需求。在石鼓和底座的外形上，大体也能够体现

方和圆审美的平衡，鼓为圆，而多数的底座呈方形或六方形或八方形。崇尚方圆之美的传统文

化在山西大院中以石鼓之美得以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居于核心地位。山西大院的主人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将自己的

审美情趣、个人意志、对后世的期望及要求融入到建筑的各个角落。石鼓上雕刻的图案和花纹

也正是要达到宅主人寄情于物、借物显贵、寄志于物、借物明志之目的。

笔者对一些大院的石鼓雕刻图案进行了整理，发现：丁村的石鼓上刻有狮子、牡丹、寿字、

祥云图案及各种花纹等。李家大院的石鼓上刻有书卷、狮子、蝙蝠、葡萄、祥云、宝相花、麒麟、

篆书文字、龙、各种字体的寿字、蛟龙、荷花、桃以及乐人、兔子、猴子、鹿、仙鹤、牛、竹、仙人、阴

阳图、兰花及各种花纹等。王家大院的石鼓上刻有仕、马、祥云、麒麟、寿字、龙凤、羊、猴及各种

花纹等。运城关帝庙的石鼓上刻有狮子、麒麟、书、画、凤凰、宝相花及各种花纹等。乔家大院的

石鼓上刻有喜鹊、梅花、琴、书、花、草、瓶及各种花纹等。常家庄园的石鼓上刻有寿字、云雷纹、

兽面、宝相花及各种花纹等。

以上整理并不完整，但足可以看出雕刻内容的丰富。它们且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物

与意的固定对应的指代方式，这种方式往往借助物的读音、性质特点，通过谐音、借喻、比拟、

双关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对物质世界福禄寿的期盼和精神世界中高尚品格的追求。也有的雕

刻图案表达了宅主人对传宗接代的生殖繁衍崇拜，还有关于政治仕途的，有关于身体健康的

等等。

刘熙载讲“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通过石鼓上雕刻图案，的确可以领会到宅主之思，

宅主之意。这也是心与物的灵通，意与物的交融。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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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西大院中石鼓的普遍使用并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石为基，鼓为础”。石为

房屋之基础，梁柱之基础；鼓是晋人音乐之基础，晋地文化之基础。“石为基”有实物为证，“鼓

为础”也有实事可考。

在三晋大地上，鼓的身影随处可见，在某些地方甚至是村村有队伍，人人会敲鼓，燕北有

云冈大锣鼓、代县锣鼓，忻州有鼓吹乐、二人台牌子曲，太原清徐有清锣鼓，临汾有威风锣鼓、

转身鼓、花鼓，运城有绛州鼓乐、花腔鼓、高台花鼓，晋东南有上当牌子曲、八音会等等。在山西

不但鼓乐品种多，而且各个有特点，样样有绝活，其中不少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还有的全国闻名甚至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鼓的普遍性和艺术性已转化为地域精神，甚

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它已经内化为山西人的鼓之精神。

鼓形外圆内空，圆则通达，空则中虚。在《康熙字典》中圆被解释为圆满、周全、完备，老子

也有“智圆形方”之说。圆在晋商的身上则表现为通达，通达则干练，勇于拼搏创新，开拓的同

时又不失诚信之本，在入世中以圆通的处事方式显现了成熟的人格，并逐步形成成熟的商业

模式。常家家训说：“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乔家家训也说：“勤字养财，爱字养家，诚字养

友，善字养德。”自古商人重利，但晋商并不唯利是图，而是君子取财有道，这需要有博大的胸

怀为基础。乔家家训中说：“敬守此心，则心空。敛养此气，则气平。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空

则中虚，空则无欲，无欲则刚。虚是一种姿态，是涵养，也是一种境界，作为商人能够有如此胸

怀实为不易。这种境界与鼓之中空完美统一。鼓之外圆中空，恰与晋商的入世之行为和出世之

境界达到统一。

俗语说“响鼓不用重锤敲”，这是对鼓的性质的描述，也是对山西人的性格的写照。鼓的性

质是响，一击就响，没有弦乐器的委婉，也没有吹管乐的连贯，它发音直接，又不失抑扬顿挫之

美感。山西人具有北方人典型的直爽、耿介的性格，但又不失智慧。鼓之响与人之直，鼓之美与

人之智，或相互影响，或具有本质的同一性，二者内在的联系与相似相近，颇为耐人寻味。《乐

记·乐本》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或许是鼓之响能让山西人抒

怀，鼓之美能让山西人陶醉，才使得鼓在山西有了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① 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② 孙丽萍：《山西大院文化摭谈》，载《沧桑》1999年第6期。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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